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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利亚复兴党的演变及其对叙利亚内战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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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叙利亚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是现代叙利亚演变进程中的重要政治

力量。 自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成立以来，该党经历了合并、分裂、重组、内斗和换

代等一系列演变过程。 ６０ 年代，党内老一代领导人的影响力下降，以“军事

委员会”为首的少壮派通过军事政变的方式获取了地方主义者支持并重建

思想体系。 少壮派领导人哈菲兹·阿萨德夺取党的最高领导权后，随着其

个人权威的上升，复兴党作为执政党的作用和地位相应地下降。 在叙利亚

内战中，复兴党演变过程中的遗留问题进一步被放大，如意识形态和指导

思想未能与时俱进，军人管党、党内精英阶层分化以及社会阶层固化等。
政治解决叙利亚危机任重道远，复兴党亟需加强政党建设，重新握紧国家

治理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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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教育部 ２０１７－２０１８ 年度国别和区域研究课题“叙利亚政党制度与政治稳定研究”的阶段性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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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２０１１ 年叙利亚内战爆发以来，叙反对派和宗教极端组织试图推翻巴沙尔·阿

萨德（Ｂａｓｈａｒ ａｌ⁃Ａｓｓａｄ）政府及其领导的阿拉伯复兴社会党（以下简称“复兴党”），各
方之间围绕阿萨德政权去留问题展开激烈博弈。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底，巴沙尔领导下的叙

利亚政府军依靠俄罗斯的军事支持得以重新控制国内大部分领土，但恢复叙利亚国

家的统一和稳定仍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当前，叙利亚亟待建立一个“强大的政府，并
依靠强大政党的缔造与巩固来维持稳定”①。 国内外学界对叙利亚内战的分析，大多

侧重于阿萨德政权的合法性、叙利亚社会的内部矛盾、极端组织及国内安全等问

题，②较少关注复兴党在叙内战中的表现及其作用。 作为二战后少数族群在黎凡特

地区③建立的政权，阿萨德家族领导复兴党在叙利亚执政近半个世纪，复兴党在国家

政治进程中的作用逐渐退居前总统哈菲兹·阿萨德（Ｈａｆｉｚ ａｌ⁃Ａｓｓｓａｄ）的个人威权之

下。 如今，巴沙尔总统被诟病不具备其父阿萨德的个人威权，作为执政党的复兴党，
能否在未来叙利亚政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值得关注。

一、 叙利亚复兴党的产生与分裂

复兴党的前身是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兴起于叙利亚城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的阿拉

伯复兴党（Ａｒａｂ Ｂａ‘ｔｈ Ｐａｒｔｙ）。 阿拉伯复兴党的创始人米切尔·阿弗拉克（Ｍｉｃｈｅｌ
Ａｆｌａｋ）和萨拉赫·比塔尔（Ｓａｌａｈ ａｌ⁃Ｂｉｔａｒ）虽然分属于不同的宗教派别，④但同样拥有建

立统一的阿拉伯国家的政治理想，并开始以“阿拉伯复兴运动”（Ａｒａｂ Ｂａ‘ｔｈ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的名义进行具有政党性质的政治活动。 １９４７ 年 ４ 月 ４ 日至 ６ 日，阿弗拉克和比塔尔领

导的阿拉伯复兴党与叙利亚哲学家和历史学家扎基·阿尔苏兹（Ｚａｋｉ ａｌ⁃Ａｒｓｕｚｉ）创建

的阿拉伯复兴党（Ａｒａｂ Ｂａ‘ｔｈ）合并，在大马士革联合召开第一届民族代表大会⑤，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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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世平：《亨廷顿的政治制度化思想及其当代启示》，载《理论探索》２００６ 年第 ５ 期，第 １４０ 页。
国外代表性著作主要有：Ｊｏｈｎ ＭｃＨｕｇｏ， Ｓｙｒｉａ Ａ Ｒｅｃｅｎｔ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Ｌｏｎｄｏｎ： Ｓａｑｉ Ｂｏｏｋｓ， ２０１５； Ｎｉｋｏｌａｕｓ

Ｖａｎ Ｄａｍ，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ｆｏｒ Ｐｏｗｅｒ ｉｎ Ｓｙｒｉａ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ｕｎｄｅｒ Ａｓａ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ａｔｈ Ｐａｒｔｙ Ｌｏｎｄ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Ｉ．Ｂ． Ｔａｕｒｉｓ， ２０１１； Ｍａｒｔｉｎ Ｂｅｃｋ， Ｄｉｅｔｒｉｃｈ Ｊｕｎｇ ａｎｄ Ｐｅｔｅｒ Ｓｅｅｂｅｒｇ， ｅｄｓ．， Ｔｈｅ Ｌｅｖａｎｔ ｉｎ Ｔｕｒｍｏｉｌ Ｓｙｒｉａ 
Ｐａｌｅｓｔｉｎ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２０１６。 国内代表性

成果主要有：王新刚：《现代叙利亚国家与政治》，北京：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６ 年版；韩志斌、闫伟：《从国家构建缺陷

到国际体系变迁———叙利亚危机的深层逻辑及其前景》，载《人民论坛·学术前沿》２０１４ 年第 １０ 期，第 ６６－７３
页；姚大学、闫伟：《叙利亚危机的根源及未来政治生态》，载《西亚非洲》２０１２ 年第 ６ 期，第 ６－２４ 页；方金英：《叙
利亚内战的根源及其前景》，载《现代国际关系》２０１３ 年第 ６ 期，第 １８－２４ 页。

“黎凡特”（Ｌｅｖａｎｔ）一词源于意大利语 Ｌｅｖａｎｔｅ，原指东方太阳升起的地方。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黎凡

特是处于法国委任统治下的地区总称，即地中海东岸大叙利亚地区，其范围包括今叙利亚、黎巴嫩以及土耳其

哈塔伊省的部分地区。
阿弗拉克是希腊东正教教徒，比塔尔是逊尼派穆斯林。
尽管两个组织拥有几乎一致的观点且合并为一个政党，但阿尔苏兹并没有参加此次创始会议，也没有

获得党员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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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阿弗拉克为党主席，比塔尔为党总书记，阿拉伯复兴党正式宣告成立。
阿拉伯复兴党是第一个明确以泛阿拉伯主义为主要宗旨的政党，具有跨国性特

征。 其党章指出，“阿拉伯民族是一个文化整体。 任何在它的子孙中存在的宗教、教
派、部落、种族、地区等差异都是偶然的、不重要的，这些差异会随着阿拉伯意识的觉

醒而消失”①。 阿拉伯语“Ｂａ‘ｔｈ”有重生、复兴之意，取名阿拉伯复兴党意在挽救阿拉

伯世界的衰退状态、振兴阿拉伯民族，该党的宗旨为“统一、自由和社会主义”。②

阿拉伯复兴党的成员构成广泛，其主要支持者是大马士革的伊斯兰教逊尼派和

基督教知识分子，也吸收了大量逊尼派穆斯林主体外的少数族群，并在叙利亚北部

阿拉维派和南部德鲁兹人聚居地区设有分支。 每个分支组织结构严密，分别设有代

表大会、地方指挥部和秘书处。 １９５２ 年，复兴党与阿克拉姆·胡拉尼（Ａｋｒａｍ ａｌ⁃
Ｈａｕｒａｎｉ）创建的阿拉伯社会党（Ａｒａｂ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③合并，扩大了党派基础。 在去

殖民化和建立独立自主的阿拉伯国家的理想驱动下，奉行世俗意识形态的复兴党认

可伊斯兰传统对塑造阿拉伯民族身份认同的重要意义，成功实现了什叶派与逊尼派

穆斯林的联合，最大程度地团结了社会精英阶层。 １９５４ 年，复兴党成立民族领导机

构（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ａｎｄ），管理党派设立于大马士革的总部。 同年，复兴党成为叙利亚

议会第二大党，并赢得两个内阁席位。④ １９５５ 年，经过对军队中实力相当的叙利亚社

会民族党的清洗，⑤复兴党逐渐成为军队中最有实力的党派。
在全球社会主义阵营与西方阵营的斗争中，叙利亚与埃及签订协议，拟通过合

并建立一个主权国家并保持中立。 １９５８ 年，埃叙两国合并成立阿拉伯联合共和国

（Ｕｎｉｔｅｄ Ａｒａｂ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⑥ 合并后，纳赛尔废除埃及国内所有党派，成立非党派组织

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Ａｒａｂ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Ｕｎｉｏｎ），并要求解散包括复兴党在内的所有叙

利亚政党。 时任叙利亚外交部部长的复兴党创始人比塔尔⑦以及复兴党另外两位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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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ｉｋｏｌａｕｓ Ｖａｎ Ｄａｍ，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ｆｏｒ Ｐｏｗｅｒ ｉｎ Ｓｙｒｉａ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ｕｎｄｅｒ Ａｓａ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ａｔｈ Ｐａｒｔｙ 
ｐ． １５．

Ｐａｔｒｉｃｋ Ｓｅａｌｅ，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ｆｏｒ Ｓｙｒｉａ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Ｐｏｓｔ⁃Ｗａｒ Ａｒａｂ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１９４５－１９５８， ｐｐ． １５３－１５５．
阿拉伯社会党，又称“阿拉伯社会主义运动” （Ａｒａｂ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该党兴起于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

代，以哈马为中心，倡导革新封建土地所有制，反对外来侵略，赢得了当地民众的广泛支持。
比塔尔当选为外交部长，哈利勒·卡拉斯（ Ｋｈａｌｉｌ Ｋａｌｌａｓ） 为经济部长。 参见 Ａｌａｎ Ｇｅｏｒｇｅ， Ｓｙｒｉａ 

Ｎｅｉｔｈｅｒ Ｂｒｅａｄ ｎｏｒ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Ｌｏｎｄｏｎ： Ｚｅｄ Ｂｏｏｋｓ， ２００３， ｐ． ６６。
叙利亚社会民族党（Ｓｙｒｉａ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ｔｙ）是亲西方、反对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党派，在军队中与

复兴党势均力敌。 １９５５ 年，复兴党高级将领阿德南·马勒基（Ａｄｎａｎ ａｌ⁃Ｍａｌｋｉ）将军遭该党成员暗杀，复兴党借

机对其进行清洗。
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简称“阿联”）是 １９５８ 年 ２ 月 １ 日由埃及与叙利亚共同建成的泛阿拉伯国家。

１９６１ 年 ９ 月 ２８ 日叙利亚宣布退出，阿联解体。
１９５６ 年至 １９５８ 年，比塔尔担任叙利亚外交部部长。 １９６３ 年至 １９６６ 年复兴党执政初期，比塔尔曾长

期担任叙利亚总理一职。 １９６６ 年，少壮派进行党内清洗，比塔尔逃亡黎巴嫩贝鲁特，后移居至法国巴黎，１９８０
年在巴黎被暗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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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人阿弗拉克和胡拉尼通过了解散复兴党的决定。① 这一决定在阿拉伯联合共和国

成立初期无疑是一种政治自裁，复兴党由此遭遇了自建党以来最严重的分裂。②

叙埃联合后不久，纳赛尔就借机剥夺了叙利亚复兴党的党政职务，埃及实际上

单方面控制了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所有事务，导致 １９６１ 年 ９ 月 ２８ 日叙利亚再度发

生军事政变，结束了叙埃合并的政治计划。
此次军事政变受到叙利亚地主阶层、资产阶级和军官的广泛支持，增加了军事

政变的合法性。 在随后举行的议会选举中，复兴党获得多数席位。 然而，代表旧精

英阶层的纳齐姆·库德西（Ｎａｚｉｍ ａｌ⁃Ｋｕｄｓｉ）③上台执政后，大幅调整阿拉伯联合共和

国时期推行的政策，如终止国有化措施、废止正在进行中的农业改革等，引发社会各

阶层的不满。 １９６２ 年夏，复兴党人和纳赛尔主义者等左派在阿勒颇、霍姆斯和代尔

祖尔发起暴动，被当权者残酷镇压。 同年，叙利亚再度发生军事政变，复兴党领导人

的指导思想出现严重分歧和摇摆。 比塔尔在签署叙利亚退出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

声明后不久，宣布撤回其声明；复兴党精神领袖阿弗拉克虽仍领导阿拉伯民族领导

机构，但他一方面支持重建复兴党，另一方面又希望叙利亚与埃及再度联合。 １９６２
年被开除党籍后，胡拉尼及其支持者重新组建阿拉伯社会党，并加入由哈立德·阿

兹姆（Ｋｈａｌｉｄ ａｌ⁃Ａｚｍ）组建的“分裂” （ ｉｎｆｉｓａｌｉ）内阁，脱离了复兴主义和纳赛尔主义

运动。

二、 叙利亚复兴党的重生与矛盾

１９６２ 年复兴党阿拉伯民族代表大会第五届会议（以下称“民族五大”）在黎巴嫩

召开。 会议决定在叙利亚重建复兴党，并任命临时 “地区领导机构” （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ａｎｄ）。④ １９６３ 年 ３ 月 ８ 日，军队下级军官组成的少壮派发动军事政变，夺取了

叙利亚的国家政权。 此次政变是叙复兴党发展历程中的重要时刻，也是“叙利亚政

治发展过程中重要的分水岭”⑤，对此后复兴党政权的权力结构演变具有决定性意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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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ｌｉｅ Ｐｏｄｅｈ， Ｔｈｅ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ｏｆ Ａｒａｂ Ｕｎｉｔｙ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ａｎｄ Ｆａｌｌ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Ａｒａｂｉｃ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Ｓｕｓｓｅｘ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９， ｐ． ２１９．

王新刚：《阿拉伯社会复兴党及其理论与实践》，载《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０２ 年第 ３
期，第 １３５ 页。

纳齐姆·库德西是阿勒颇城市贵族阶层的代表，曾任叙利亚民族阵线政府议员，因在法国委任统治当

局将亚历山大勒塔割让给土耳其时抗议叙民族阵线政府采取的妥协政策而退出民族阵线政府，后组建叙利亚

人民党（Ｐｅｏｐｌｅｓ Ｐａｒｔｙ）。
Ａｖｒａｈａｍ Ｂｅｎ⁃Ｔｚｕｒ， “ Ｔｈｅ Ｎｅｏ⁃Ｂａ‘ｔｈ Ｐａｒｔ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Ｖｏｌ． ３， Ｎｏ． ３， Ｊｕｌｙ

１９６８， ｐ． １６３．
哈全安：《中东史：６１０－２０００》，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０ 年版，第 ６５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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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 １９６３ 年 １０ 月复兴党第六届全国会议标志着激进少壮派在党内的兴起。①

复兴党军事委员会、地方主义和新的思想体系是复兴党得以重建的重要条件，
但这些因素也为日后的政治分歧和社会矛盾埋下了隐患。

首先，军事委员会成为复兴党掌握政权的平台，但也成为军人干政的捷径。
叙利亚建国之初，政权由奥斯曼帝国时期的城市贵族，即大马士革、阿勒颇等大

城市的逊尼派精英掌握，阿拉维派、伊斯玛仪派和基督徒中产阶级等少数派②被排除

在权力结构以外。 １９６３ 年军事政变后，一群年轻、激进的小资产阶级下级军官为争

取自身权益组建军事委员会。 这些下级军官大多来自叙利亚乡村等边缘地带，他们

发起在叙利亚重建复兴党的运动，并很快获得了对军队的主导权。
军事委员会中的复兴党领导人意识到，军队中复兴党军官只占少数，他们面临

来自内部和外部的严峻挑战和威胁，因此，军事委员会成员都极力通过培植亲信或

利用在军队中的特权拉拢支持者。 １９６３ 年至 １９６５ 年间，阿拉维派军官萨拉赫·贾迪

德（Ｓａｌａｈ Ｊａｄｉｄ）曾担任复兴党人事部部长，控制着复兴党地方领导机构，培植其亲信。
１９６６ 年，贾迪德与哈菲兹·阿萨德等人再次发动政变，夺取复兴党民族领导机构和地

区领导机构领导权。③ 复兴党元老派被推翻，党员构成发生了重大变化（见下表）。

叙利亚复兴党地方领导机构成员的宗教派别分布（１９６３～ １９７８ 年）

时间
１９６３ 年 ９ 月至

１９６６ 年 ２ 月
１９６６ 年 ３ 月至
１９７０ 年 １１ 月

１９７０ 年 １１ 月至
１９７８ 年 １１ 月

１９６３ 年 ９ 月至
１９７８ 年 １１ 月

地区领导
人数

１～ ４ 人 ５～ ８ 人 ９～ １１ 人 １～ １１ 人

教派
百分比
（％）

人数
（人）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逊尼派 ５４．０ ２７ ５１．６ ３３ ６９．６ ３９ ５８．２ ９９

阿拉维派 １４．０ ７ ２３．４ １５ ２１．４ １２ ２０．０ ３４

德鲁兹派 ２０．０ １０ ９．４ ６ ３．６ ２ １０．６ １８

伊斯玛仪派 １０．０ ５ ９．４ ６ ０ ０ ６．５ １１

基督教徒 ２．０ １ ６．３ ４ ５．４ ３ ４．７ ８

合计 １００ ５０ １００ ６４ １００ ５６ １００ １７０
资料来源： Ｎｉｋｏｌａｕｓ ｖａｎ Ｄａｍ，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ｆｏｒ Ｐｏｗｅｒ ｉｎ Ｓｙｒｉａ， Ｔａｂｌｅ ５， ｐ． ８５。

·５３·

①

②

③

不同于复兴党元老派的政策，复兴党少壮派积极推行国有化等激进的社会改革措施。 参见王新刚：
《现代叙利亚国家与政治》，第 ３２８ 页。

多数与少数的概念在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才开始出现在法国委任统治当局的相关文件中并得到迅速推

广。 本杰明·怀特认为，所谓逊尼派多数在语言（包括方言）和宗教信仰方面的共同点并不能使其构成整体的

多数，只有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使两个因素结合时，多数的概念才被用来实现其政治目的，同时出现相对的少

数概念。 参见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Ｔｈｏｍａｓ Ｗｈｉｔｅ， Ｔｈｅ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 ｏｆ Ｍｉｎｏｒ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ｉｎ Ｆｒｅｎｃｈ Ｍａｎｄａｔｅ Ｓｙｒｉａ， 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 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１，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ｐ． ２。

王新刚：《阿拉伯社会复兴党及其理论与实践》，第 １３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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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３ 年至 １９７８ 年间，叙利亚复兴党地区领导层的少数族群比例一直维持在较

高水平，特别是在贾迪德执政的 １９６６ 年至 １９７０ 年间，阿拉维派党员比例高达２３．４％。
通过人事结构安排，军事委员会夺得了军队中的关键职位，甚至对文官机构的日常

管理、国家机器及政党自身运作进行干涉。 １９６６ 年军事政变后，叙统治精英更趋于

同质化。 军官阶层依托军事委员会发动军事政变、执掌政权成为叙利亚政治的典型

特征。
军人干政给叙利亚政治和社会带来了隐患。 通过军事政变上台的当权者很少

受过高等教育，却利用强制性权力对军队和国家管理机构人员进行清洗，压制逊尼

派的优势地位成为当权者维持权力的惯用手段。 仅 １９６４ 年 ３ 月 ３ 日，贾迪德政府就

突然宣布辞退 １０４ 名逊尼派高级军官。① 军人干政同时引发严重的党内斗争和社会

矛盾，阻碍了国家政策的推行。 复兴党在伊拉克政变成功后，民族领导机构的叙伊

合并计划就因内部出现元老派阿弗拉克、伊拉克的艾哈迈德·哈桑·贝克尔将军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Ａｈｍｅｄ Ｈａｓｓａｎ ａｌ⁃Ｂａｋｒ）和少壮派内斗而搁置；贝克尔和萨达姆叔侄领导的

复兴党伊拉克地区党部支持元老派，在整个阿拉伯世界反对阿萨德家族，直接导致

哈菲兹·阿萨德在 １９９０ 年海湾战争中选择支持美国；在叙利亚复兴党内部，阿萨德

通过发动“纠正运动” （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ｖｅ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推翻并囚禁了同为阿拉维派军事强人

的贾迪德，建立了自己的统治集团，而贾迪德的支持者则成立了民主社会主义阿拉

伯复兴党。②

在社会治理方面，复兴党政权追求社会公正，但其片面提高社会底层民众所谓

的公正待遇，改变了叙利亚原有的社会阶层结构。 复兴党政权建立后，来自乡村的

当权派亲信———包括大量底层逊尼派，更多的则是来自偏远地区的少数族群———取

代城市精英获得了管理国家的权力，但其统治也因未能实行有效的社会经济政策而

广受诟病。 如贾迪德掌权后，就曾采用激进的统治政策，对内实行土地改革和国有

化，消灭封建势力和买办大资本，意图取消一切贵族特权；对外拒绝与约旦、伊拉克

和沙特等亲西方的阿拉伯政权合作，并积极援助巴解组织③对抗约旦王室。
其次，地方主义者的实用主义保存了复兴党的实力，但也打破了叙利亚掌权派

的权力平衡。
阿拉伯民族领导机构做出解散复兴党的决定时，并未通过其分支及普通党员的

认可，从而使复兴党得以继续存在和发展，但这一决定切断了地方复兴党组织与中

·６３·

①
②

③

Ｊｏｈｎ ＭｃＨｕｇｏ， Ｓｙｒｉａ Ａ Ｒｅｃｅｎｔ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ｐ． １４８．
在当前叙利亚内战中，该党加入叙利亚反对派在叙北部阿夫林、科巴尼、杰济拉和沙赫巴四个州组成

的北叙利亚—罗贾瓦联邦，挑战阿萨德政权。
全称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１９７４ 年 １０ 月被第 ７ 次阿拉伯首脑会议确认为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

表，其目标是在巴勒斯坦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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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的联系。 １９６２ 年，“民族五大”决定在叙利亚重新开始党派活动时，“临时地区领

导机构”的大部分成员早已不是来自大马士革和哈马的骨干党员，因为他们已经转

向纳赛尔主义或者分裂主义阵营了。 此次会议中，哈马分支的重要领导人胡拉尼被

驱逐出党。 新的地方领导层只能依赖级别较低的党派成员。 此外，新组建的地方领

导机构要求革新党组织，他们提出叙利亚复兴党应该在更加独立和严格的框架内发

展，不应该受阿拉伯民族领导机构权威阶层的支配，因为他们无法掌握制定政策的

影响因素。 在叙北部拉塔基亚地区，甚至出现了独立的军事委员会组织。
１９６３ 年，复兴党相继通过军事政变掌握了伊拉克与叙利亚两国政权。 复兴党领

导层中的元老派都忙于叙利亚—埃及—伊拉克之间联合的谈判。 部分极具竞争力

的高层领导集中精力争夺国家最高领导权，党派的组织职能落入了地方主义者和小

部分马克思主义者手中。 地方主义者利用这一便利条件，清除了一批政见不合的个

人和党派分支，将元老派排挤出各级复兴党支部，并大量吸收符合自身利益的新成

员。 其结果是，党派内部各分支和各地区的权力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权力中心

开始向北部，特别是阿拉维派和伊斯玛仪派集中的拉塔基亚地区转移，此后大多数

军事委员会的领导成员均来自这一地区。①

阿拉维派从偏居一隅的落后群体成长为叙利亚国家的执政者，标志着复兴党地

方组织的发展达到顶峰，从根本上改变了叙利亚政治力量的平衡。 阿拉维派主要居

住在叙利亚西北部的拉塔基亚山区，与外界隔绝，是叙利亚的宗教少数群体。 ２０ 世

纪 ５０ 年代，叙利亚上层家庭，特别是城市中的逊尼派家庭普遍拥有阿拉维派侍女②，
反映了阿拉维派地区极度贫困与地位普遍低下的现实。 法国委任统治当局对叙利

亚实行“分而治之”的政策，提拔少数族群，很多阿拉维派青年应征入伍，开始在军队

中崭露头角，其中贾迪德和阿萨德先后掌握了复兴党的最高领导权。 １９７０ 年，哈菲

兹·阿萨德代表阿拉维派登上了国家权力顶峰。 上台后的阿萨德积极扩大其政权

基础，对外重新与埃及、沙特等阿拉伯国家建立良好关系；对内则向本国资本家做出

巨大让步，放宽国外投资限制，使叙利亚基本实现了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民族团

结。③ 叙利亚骤然间被推向了阿拉伯世界舞台的中心，阿萨德的个人影响力也超越

了复兴党作为执政党的整体地位，成为权力高度集中的铁腕人物。④

为了争取大众支持，新复兴党宣称反对旧的小资产阶级领导，宣扬阿拉伯社会

·７３·

①

②

③
④

１９６５ 年第二次地区会议的报告中回顾了自 １９６２ 年之后复兴党的发展，但并未发表。 据 １９６６ 年发行

的系列文件披露，拉塔基亚分支会员数远超其他分支；此外，该党还存在大量取消前党员资格，以不公正的手段

吸纳新成员的现象。
Ｍａｈｍｕｄ Ａ． Ｆａｋｓｈ， “Ｔｈｅ Ａｌａｗｉ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Ｓｙｒｉａ： Ａ Ｎｅｗ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Ｆｏｒｃ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２０， Ｎｏ． ２， Ａｐｒｉｌ １９８４， ｐｐ． １３３－１５３．
王新刚：《中东国家通史：叙利亚和黎巴嫩卷》，北京：商务印书馆 ２００７ 年版，第 ２６３ 页。
王新刚：《阿拉伯社会复兴党及其理论与实践》，第 １３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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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 但事实上，复兴党地方主义者并没有统一的意识形态或政治原则。 １９６３ 年他

们曾联合马克思主义者与老一代领导层进行斗争；１９６４ 年他们又与右翼势力一同反

对左派；１９６５ 年他们再次启用被废除的左派口号，号召反对旧的民族领导机构；１９６６
年初，他们倒向军队多数派发动的政变。 叙利亚地方主义者的实用主义使其能够在

叙利亚民族领导机构和马克思主义等政治力量失败后，仍然在叙利亚复兴党政权中

扮演重要角色。
最后，思想体系的更替暂时维系了复兴党的精神统一，但“社会主义”和“阿拉伯

主义”的根本分歧仍然存在。
叙利亚复兴党坚持伊斯兰教、阿拉伯主义和社会主义相统一的原则。 但当殖民

主义影响消退、复兴党政权面临国家建设和治理的重重挑战时，泛阿拉伯主义这一

世俗化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与泛伊斯兰主义坚持伊斯兰教法的意识形态产生了分

歧。 在泛阿拉伯主义指导下的一系列联盟计划的失败，彻底摧毁了复兴党知识分子

和精神领袖传统的政治信条，复兴党的意识形态开始出现混乱。 在复兴党内部，不
论是旧的党派领导、军事集团，还是地方主义者或野心家，都未能提出广泛适用的思

想体系来解决来自党派内部、阿拉伯世界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挑战。
１９６３ 年 ２ 月，叙利亚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亚辛·哈菲兹（Ｙａｓｓｉｎ ａｌ⁃Ｈａｆｉｚ）撰

文批判复兴党统一、自由、社会主义“三位一体”的原则，认为其关于自由的定义不明

确。 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自由意味着在议会制与军事政变和独裁之间摇摆。 在叙

利亚这样落后的国家，资产阶级议会制政权将导致封建—资产阶级占支配性地位并

进行反动统治，如果不约束少部分富人的自由，就不可能进行社会改革以保证大众

获得真正的自由；另一方面，军事政变或独裁统治是“自上而下”改革的捷径，但最终

将产生新的剥削阶级———“军事官僚阶层”。 哈菲兹进一步提出，为保证大众的自

由，应限制反动阶级的自由，赋予劳动人民完全的自由，阻止军队干预政治。① 同时，
哈菲兹提出“通往社会主义的阿拉伯道路” （Ａｒａｂ ｗａｙ ｔｏ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即采用科学方

法、现实路径解决叙利亚国家和阿拉伯统一的问题，强调复兴党的社会基础应该来

自知识分子和劳动人民，而非军队和小资产阶级。 叙利亚军事集团很快接受了哈菲

兹对自由的批判理论，并借助这一理论反对叙利亚的议会民主制。 对于叙利亚军事

集团而言，这些理论和思想有助于其实行威权统治、反对议会民主、限制个体自由，
但并未接受“军队不能干涉政治活动”的思想。

在第六届阿拉伯民族领导机构会议中，左派关于思想体系建设的意见成为新复

兴党的信条。 然而，叙利亚军事集团制定的党派指导思想只是在表面上同马克思主

·８３·

① Ｉｔａｍａｒ Ｒａｂｉｎｏｖｉｃｈ， Ｓｙｒｉａ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Ｂａｔｈ １９６３－６６ Ｔｈｅ Ａｒｍｙ Ｐａｒｔｙ Ｓｙｍｂｉｏｓｉｓ， Ｎｅｗ Ｊｅｒｓｅｙ：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 １９７２， ｐ． 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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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一致，它们仍存在诸多分歧：其一，虽然接受“通往社会主义的阿拉伯道路”作为发

展阿拉伯社会主义的原则，但叙利亚复兴党并未抛弃“阿拉伯社会主义” （Ａｒａｂ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的提法。 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可以不同，但不能同时存在两种不同的社会

主义。 其二，不同于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是革命的基础”的理论，在实践中，阶
级斗争被复兴党用来解释其极端民族主义政策，针对叙利亚国内库尔德人、土耳其

人和波斯人等非阿拉伯民族。① 其三，当权者完全忽视哈菲兹关于军队干政危险性

的警告，并最终建立起党军合一的管理体制。
叙利亚复兴党作为一个公认的具有完整思想理论体系的现代民族主义政党，②

掌握叙利亚国家政权至今，体现了其先进性。 但在其发展历程中，多次军事政变都

伴随着精英阶层的分化和重组，导致社会各阶层之间矛盾重重，如统治阶层内部复

兴党与逊尼派旧精英之间、复兴党与纳赛尔主义者之间、复兴党内部等都存在不同

程度的矛盾。 叙利亚复兴党沦为以军队为首的官僚机器的变体，是僵化的军队体制

的产物。 在老阿萨德总统的威权统治下，复兴党作为执政党的作用和地位急剧下降。

三、 复兴党对叙利亚内战的影响

二战后，现代叙利亚摆脱了西方殖民主义统治并获得独立，但叙国内和外部始

终存在动荡因素。③ 老阿萨德总统利用政治手腕，平息了国内的数次起义，通过控制

复兴党实施“自上而下”的改革，影响着地区政治风云，塑造了强硬的叙利亚国家形

象，其留下的政治遗产也深刻地影响着当前的叙利亚内战。
通过支持老阿萨德总统的儿子为法定继承人，复兴党表现出影响叙利亚国内政

治形势的能力。 老阿萨德军人管党的政治权威如同他在世时一样有效。 在公布老

阿萨德总统死讯的当天，叙利亚议会修改宪法，降低总统候选人合法年龄；安全部队

关闭机场，封锁叙利亚和黎巴嫩边境以控制反对派进入叙利亚干扰修宪进程。 在此

后几周内，复兴党政治精英将阿萨德之子巴沙尔·阿萨德置于统治机构的最顶端。
叙利亚面临从共和制向世袭制的转变。 埃及学者萨阿德·易卜拉欣（Ｓａａｄ Ｉｂｒａｈｉｍ）

·９３·

①
②

③

Ａｖｒａｈａｍ Ｂｅｎ⁃Ｔｚｕｒ， “Ｔｈｅ Ｎｅｏ⁃Ｂａ‘ｔｈ Ｐａｒｔｙ，” ｐ． １７４．
王新刚：《叙利亚现代政治发展影响因素分析》，载《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０９ 年第 ６

期，第 １５３－１５８ 页。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至 ７０ 年代之间，叙利亚经历了 １５ 次军事政变，３ 次中东战争以及与地区国家之间的恶性

竞争，１９７６ 年 至 １９８４ 年 叙 利 亚 曾 濒 临 内 战。 参 见 Ｊａｍｅｓ Ｔ． Ｑｕｉｎｌｉｖｉｎ， “ Ｃｏｕｐ⁃ｐｒｏｏｆｉｎｇ： Ｉｔｓ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Ｖｏｌ． ２４， Ｎｏ， ２， １９９９， ｐ． １３４； Ｒａｙｍｏｎｄ Ｈｉｎｎｅｂｕｓｃｈ，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ａｒｉａｎ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Ｂａ‘ｔｈｉｓｔ Ｓｙｒｉａ， Ｂｏｕｌｄｅｒ： Ｗｅｓｔｖｉｅｗ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０， ｐｐ． ２８１－２８６， ２９１－２９９；
Ｓｔｅｖｅｎ Ｈｅｙｄｅｍａｎｎ，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 ｉｎ Ｓｙｒｉａ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１９４６ － １９７０ Ｉｔｈａｃａ： Ｃｏｒｎｅｌ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９， ｐｐ． １８－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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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创造出“Ｊｕｍａｌｉｋａｙａ”这个术语，即阿拉伯语“共和制”与“君主政体”的结合来描述

这一事件，①但这一术语只能部分解释叙利亚政权内部的权力结构，即政党和军队等

国家机构无法限制叙利亚总统的行为。 叙利亚政权得以顺利交接体现了复兴党对

老阿萨德政权的忠诚与支持，也表现出叙利亚统治阶层的精英们已经达成某种程度

的权力平衡，为避免内部的权力争夺危害政权的生存，他们在国家领导人继承者的

选举中达成了一致。②

在复兴党政治框架内，老阿萨德总统依靠强大的军事派系和可靠的安全机构维

持统治，同时也遗留下军人管党、威权主义等诸多颇受争议的政治遗产。 以色列学

者埃亚尔·齐塞尔（Ｅｙａｌ Ｚｉｓｓｅｒ）认为，在老阿萨德统治的最后十年，叙利亚已经陷入

绝境，面临很多亟需解决的问题，包括政权的继承、社会经济危机、全球化冲击、黎巴

嫩动荡、叙利亚与以色列关系恶化等。③ 总之，阿萨德给儿子巴沙尔留下了一个处于

全面衰退的国家。
老阿萨德去世后，巴沙尔面临新形势下叙利亚政治民主化和经济自由化的双重

挑战。 执政初期，巴沙尔在政治上推行有限的民主化，他宣布进行自由选举、实行多

党制、赋予人民议会更多权力、释放政治犯、推进反腐败运动等一系列措施，这些有

限的政治自由化改革被称为“大马士革之春”。④ 然而，由于各类政治活动及言论逐

渐超越了政府容忍的底线，巴沙尔政府察觉到叙利亚国内局势面临失控的风险，便
逐渐放弃在政治和社会领域推行的改革计划，开始收紧权力，并采取措施压制叙利

亚公民社会意识的觉醒。 ２００１ 年 ９ 月叙利亚政府逮捕了大量社会活动家，昙花一现

的“大马士革之春”随即终结。⑤ 虽然此后巴沙尔将叙利亚国家体制改革的目标由政

治、社会领域转向经济领域，推动经济体制向市场化方向转型，但出于政治和意识形

态宣传的需要以及国家安全的考量，叙利亚经济仍在国营与私有、计划与市场的两

难中摇摆。 巴沙尔政府经济上的改革由于受到政治约束，不仅收效甚微，而且无力

革除经济中的结构性弊端，利益集团与精英阶层的分化不可避免地又一次带来统治

阶层与社会大众矛盾的激化。 巴沙尔政府不仅面对国内反对派要求其下台的呼声，
而且面临来自反对派武装力量的挑战。

在阿拉伯世界的动荡与战乱中，叙利亚国内政局不稳、经济萧条、社会动乱、难

·０４·

①

②

③
④
⑤

Ｓａａｄ Ｅｄｄｉｎ Ｉｂｒａｈｉｍ， “Ｈｏｗ Ｉ Ｓｐｅｎｔ Ｍｙ Ｓｕｍｍｅｒ Ｖａｃａｔｉｏｎ： Ｄｉａｒｙ ｏｆ Ａ Ｐｒｉｓｏｎｅｒ ｏｆ Ｃ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 Ｌｅｃｔｕｒｅ
ａｔ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 Ｃａｉｒｏ， Ｅｇｙｐｔ，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０， 转引自 Ｓｔａｃｅｙ Ｅ． Ｐｏｌｌａｒｄ，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Ｃｉｖｉ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Ａｒａｂ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Ｄｏｃｔｏｒ 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Ｍｉｃｈｉｇ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１４， ｐｐ． ３３－３４。

Ｊｏｓｈｕａ Ｓｔａｃｈｅｒ， “ Ｒｅ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ｎｇ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ａｒｉａｎ Ｐｏｗｅｒ： Ｓｙｒｉａｓ Ｈｅｒｅｄｉｔａｒｙ 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ｏｎ，”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Ｖｏｌ． ６５， Ｎｏ． ２， ２０１１， ｐｐ． １９７－２１２．

Ｅｙａｌ Ｚｉｓｓｅｒ， “Ｗｉｌｌ Ｂａｓｈｓｈａｒ ａｌ⁃Ａｓａｄ Ｌａｓｔ，”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Ｖｏｌ． ７， Ｎｏ． ３， ２０００， ｐ． １０．
王新刚：《现代叙利亚国家与政治》，第 ３９４ 页。
王新刚，张文涛：《叙利亚政党政治与政治稳定研究》，载《外国问题研究》２０１８ 年第 ２ 期，第 ５１－６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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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问题严峻，俨然进入了“叙利亚之冬”。 为应对社会动荡，巴沙尔的西方教育背景①

使其采用激进手段进行民主化改革，并急于释放大批政治反对派和极端组织头目来

缓和社会矛盾，包括后来两个最大的、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反对派武装“伊斯兰军”
（Ｊａｙｓｈ ａｌ⁃Ｉｓｌａｍ）和“沙姆自由人”（Ａｈｒａｒ ａｌ⁃Ｓｈａｍ）的创始人，进一步加剧了国家和地

区的动荡。② 巴沙尔在“阿拉伯之春”爆发之初的判断失误，也在某种程度上加速了

叙利亚的动荡局势。 ２０１１ 年巴沙尔在接受美国《华尔街日报》采访时称：“叙利亚不

是突尼斯，也不是埃及……虽然我们不能完全满足人民的基本需求，但叙利亚人民

不会起义。 这不仅仅是关于需求或者改革，这是有关人们的意识形态、信仰和为之

奋斗的事业。”③然而，事实表明，由于巴沙尔缺乏政治经验，导致其对叙利亚社会矛

盾的认识过于理想化。
复兴党演变过程中遗留的社会分化和教派、地区冲突等问题在当前叙利亚政治

生态中的映射，增加了叙利亚内战的复杂性。
首先，复兴党有关安全和阶级的观点已经过时，不符合当前政治发展形势。
叙利亚著名政治思想家米切尔·基洛（Ｍｉｃｈｅｌ Ｋｉｌｏ）认为，在过去的半个世纪，

叙利亚社会实现了巨大发展，社会结构先进且文明，但其政治体制始终处于静止状

态。④ 在军事政变频发的叙利亚，维护政权安全成为国家第一要务，复兴党有关安全

和阶级的决策主要为威权政治秩序服务，在一定时期内维护了社会稳定。 自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来，中产阶级在推动欠发达国家政治变革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叙利亚当

权者将中产阶级排除在政治框架之外以保证政权的稳定和持续性。⑤ 当广泛的中产

阶级群体与当局发生矛盾时，便被视为对国家安全的威胁。 此外，美国入侵和占领

伊拉克更使得安全问题成为叙利亚压倒一切的首要考虑。 ２０１１ 年阿拉伯世界发生

动荡，当权者以旧有思维错误地判断了形势。 实际上，最初走上叙利亚街头进行示

威抗议的民众不过几千人，而且主要来自叙利亚南部省份德拉（Ｄａｒａａ）等偏远

地区。⑥

·１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有西方学者质疑巴沙尔短暂的西方留学生活是否对其产生巨大的影响，认为其政治观点更多来源于

在叙利亚的成长和政治经历。 参见 Ｎｉｋｏｌａｏｓ Ｖａｎ Ｄａｍ， Ｄｅｓｔｒｏｙｉｎｇ ａ Ｎ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Ｃｉｖｉｌ Ｗａｒ ｉｎ Ｓｙｒｉａ， ｐｐ． ８４－８６；
Ｄａｖｉｄ Ｗ． Ｌｅｓｃｈ， Ｓｙｒｉａ Ｔｈｅ Ｆａｌｌ ｏｆ ｔｈｅ Ｈｏｕｓｅ ｏｆ Ａｓｓａｄ， Ｌｏｎｄｏｎ： Ｙａ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２， ｐ． ２１２．

有西方学者认为，巴沙尔政权有意增加叙利亚动荡因素以显示其统治效力。 参见 Ｊｏｈｎ ＭｃＨｕｇｏ，
Ｓｙｒｉａ Ａ Ｒｅｃｅｎｔ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ｐｐ． ２２７－２２８。

Ｅｙａｌ Ｚｉｓｓｅｒ，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ｆｏｒ Ｓｙｒｉａ： Ｒｅｔｕｒｎ ｔｏ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Ｖｏｌ． １７， Ｎｏ． １， ２０１２，
ｐｐ． １０５－１１０．

Ｍｉｃｈｅｌ Ｋｉｌｏ， “Ｓｙｒｉａ．．． ｔｈｅ Ｒｏａｄ ｔｏ Ｗｈｅｒｅ，”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Ａｒａｂ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Ｖｏｌ． ４， Ｎｏ． ４， ２０１１， ｐｐ． ４３１－４４４．
复兴党曾依靠具有农村和宗教少数派背景的新兴中产阶级登上叙利亚政治舞台。 当该群体所代表的

阶层地位逐渐稳固时，复兴党遂开始压制可能威胁其统治地位的新的中产阶级。 参见王新刚：《现代叙利亚国

家与政治》，第 ３２８ 页。
德拉省曾经是复兴党最主要的支持力量的分布地区及其领导人的主要来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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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民众对于阿弗拉克自由理想的质疑仍在继续。
在复兴党的三点原则中，阿弗拉克认为“自由”应该包含个人的自由和民族的独

立，个人自由即言论自由、集会自由、信仰自由以及艺术自由。① 在所谓的“大马士革

之春”期间，叙利亚年轻人要求当权者倾听其声音、满足其要求，他们希望将网络领

域的个体自由追求延伸到现实生活中。 然而，叙利亚当局利用政治特权，不断地制

造政治“紧身衣”，引起叙利亚年轻人的强烈不满。② 此外，民众提出“建立以自由、
公民权利为基础的体系，建立分权制的公民国家，享有民主、社会公正和平等”③等诉

求，不断冲击着复兴党倡导的政治理想，而复兴党未能将理想成功转化成现实的主

要原因在于缺乏进行政权改革的手段和机制。 当权者刻意压制社会力量及其在文

化、政治领域的自由，导致其诉求最终以公开反对政府的形式呈现出来。 在这场争

取自由的运动背后，是受阿拉维派复兴党政权压制的复兴党内部竞争对手、旧的逊

尼派城市精英以及在社会分化中未能分享权益的阶层常年积累的权利诉求的集中

爆发。
最后，党内精英阶层的集中以及社会阶层的固化制约了政治结构的动态变化。
虽然大多数复兴党领导人最初对复兴党意识形态的设想非常理想化，希望最终

消灭一切教派和地域分歧，但在叙利亚社会政治现实中，教派、地区、部落和家族联

系仍是叙利亚当权者维持其统治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④ 阿拉维派确立了在复兴党

统治集团的绝对主导地位后，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每一批叙利亚军事院校的毕业

生中，阿拉维派都占据 ８０％ ～８５％。⑤ 至 ２０１１ 年叙利亚危机爆发前，叙利亚军队指挥

官绝大多数由阿拉维派担任，而国家军事、情报、安全部门全部由阿萨德家族成员掌

控。 为保证权力结构中教派、地区、部落等群体的既得利益，叙利亚当权者将整个社

会纳入其内部权力的分化模式中，从而抑制中产阶级的流动性，避免其获得独立的

政治地位。 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叙利亚政治结构的核心成为不断更新的利益集

团，缺乏民众的广泛参与。 这种结构类似于倒置的漏斗，统治阶层不断从社会里吸

纳它需要的成员，通过与他们分享有限的权力将其纳入自己的结构中，代价是他们

必须割断之前的一切社会关系。⑥ 而少数族群，特别是阿拉维派只能充当当权者的

·２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Ｐａｔｒｉｃｋ Ｓｅａｌｅ，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ｆｏｒ Ｓｙｒｉａ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Ｐｏｓｔ⁃Ｗａｒ Ａｒａｂ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１９４５－１９５８， ｐ． １５４．
Ｍｉｃｈｅｌ Ｋｉｌｏ， “Ｓｙｒｉａ．．． ｔｈｅ Ｒｏａｄ ｔｏ Ｗｈｅｒｅ，” ｐ． ４３４．
Ｉｂｉｄ．， ｐ． ４３５．
Ｎｉｋｏｌａｏｓ Ｖａｎ Ｄａｍ， Ｄｅｓｔｒｏｙｉｎｇ ａ Ｎ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Ｃｉｖｉｌ Ｗａｒ ｉｎ Ｓｙｒｉａ， ｐ． ６０．
Ｈｉｃｈａｍ Ｂｏｕ Ｎａｓｓｉｆ， “ Ｓｅｃｏｎｄ⁃Ｃｌａｓｓ： Ｔｈｅ Ｇｒｉｅｖａｎｃｅｓ ｏｆ Ｓｕｎｎｉ Ｏｆｆｉｃ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ｙｒｉａｎ Ａｒｍｅｄ Ｆｏｒｃｅ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３８， Ｎｏ． ５， ２０１５， ｐｐ． ６２６－６４９．
Ｍｉｃｈｅｌ Ｋｉｌｏ， “Ｓｙｒｉａ．．． ｔｈｅ Ｒｏａｄ ｔｏ Ｗｈｅｒｅ，” ｐ． ４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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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锋或者阶级同盟。① 当他们确立了社会优势地位，并很快与城市精英形成利益联

盟之后，便逐渐成为社会进一步改革的障碍。 从这个意义上讲，巴沙尔政府并不完

全代表阿拉维派的权益。 叙利亚内战期间，该国出现了逾 １，５００ 个反对派组织，其中

主导军事反对派力量的伊斯兰主义力量甚至宗教极端势力在名义上都是由激进的

逊尼派组成的、反阿拉维政权的力量。② 但这并不意味着教派分歧能充分解释叙利

亚的社会分化和政治斗争。 叙利亚阿拉维派内部也存在反对阿萨德统治的势力，同
样因政治或安全问题遭当局迫害。③ 叙利亚复兴党政权的统治与宗教反对派的关

系，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当前宗教极端势力背后社会问题的实质，即利益集团的固

化和社会阶层的分化所导致的利益与权力的分配不公。

四、 结　 语

在反抗殖民主义统治和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中，叙利亚复兴党经过与

国内乃至阿拉伯世界各派政治力量的斗争，逐步掌握了国家政权并持续至今。 ２０１１
年爆发的叙利亚内战给叙利亚社会带来了难以弥合的创伤，而流离失所的叙利亚难

民成为最大的受害者。 叙利亚人民迫切需要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来重建家园。 事

实上，在当下的中东国家，实现“良治”比追求民主更紧迫、告别贫困比告别权威更重

要。④ 这场危机深刻地体现出叙利亚政治、经济和社会机制与社会需求之间的脱节，
作为执政党的叙利亚复兴党经历了多次政治跌宕，其发展演变过程中遗留的问题在

内战中凸显，如缺乏先进的政治体制和有效的组织机能、执政理念未能与时俱进、无
法形成对当权者的有效约束等。 叙利亚复兴党亟需加强自身建设以积蓄力量，从而

重新握紧国家的治理大权。

（责任编辑： 李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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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４ 页。


